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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求自然灾害跨域合作的优化路径，聚焦长三角这一跨省域协作先行区，运用社会网

络分析方法分析长三角自然灾害跨区域应急协同网络，从网络整体特征和节点特征等方面评估长三

角地区自然灾害治理的跨区域协作程度，并通过二次指派程序（ＱＡＰ）分析识别出推动长三角跨区

域自然灾害协同治理的驱动因素。 结果表明：长三角应急管理专题合作组成立以来，城市间合作壁

垒逐渐被打破，长三角自然灾害跨区域应急协同网络趋于密集，区域间的合作治理愈发频繁；以三省

一市为代表的省级政府是协同网络中的主导方，以宣城、嘉兴、苏州为代表的市级政府是协同网络中

的积极推动者；地理位置、产业结构、交通基础设施、省际隶属和历史合作关系是长三角跨区域自然

灾害应急协同治理形成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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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指派程序（Ｑ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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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了极端自然灾害的

频率和强度。 在此背景下，自然灾害的影响呈现出

由点状或带状向面状扩散的复杂态势。 灾害的影响

范围突破行政边界，形成了破坏性极强的区域性自

然灾害事件，如京津冀洪灾、沙尘南袭长三角等。 面

对大规模的区域性自然灾害，单一政府难以凭借一

己之力进行有效处置。 如何构建高效的跨区域协同

应急治理机制，已成为应急管理领域的重要问题

之一。
跨区域协同是指基于各地区初始资源与比较优

势的不同，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理念引领下，各区域

通过合理分工与紧密合作，促进主体协作，形成合力

效应，推动整体共同发展［１］。 跨区域协同的最终目

的是通过与邻近区域的合作分工，打破区域壁垒，化
解发展冲突，以增强整个区域的核心竞争力［２］。 突

发事件的“跨域性”和“非常态”等复杂特性，决定了

风险灾害治理过程中需要跨区域合作。 美国联邦应

急管理局将美国 ５６ 个州划分为 １０ 个标准区域，以
促进各州在风险应对时的合作［３］。 澳大利亚政府

为应对新冠疫情，实施了“国家内阁”模式，将地方

政府纳入内阁，增强政府间以及政府与内阁的合

作［４］。 在我国实践中，主要形成区域一体化与对口

支援 ２ 种带有中国特色的跨区域应急协同范式，其
中，区域一体化是一种主动探索的模式，京津冀、珠
三角以及长三角等地区是我国主要的一体化区域；
对口支援是一种被动适应的模式，主要在应急响应

与灾后恢复阶段开展［５］。
跨区域应急协同能够促进区域间信息与资源的

共享，因而能更好地应对各类极端事件［６］。 理想化

的危机应对涉及相关行为体之间的顺利协调，但政

府之间以及国家和公民、社会在应对灾害时的摩擦

难以避免［７］。 在我国，跨区域应急协同模式暴露出

协同程度不足、协同效果不高、协同信任度不强、协
同限度不够等问题［８］，面临着缺乏专业的跨区域应

急信息协调组织、未建立有效的跨区域信息共享机

制，以及缺乏跨区域应急信息集成平台等挑战［９］。
为解决跨区域应急协同困境，学者们提出府际合

作［１０］、网络治理［１１］ 以及整体性治理［１２］ 等多条路

径。 综上，现有研究在事故灾难［１３］、环境污染［１４］ 等

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介绍了跨区域应急协同的多

种模式，详尽分析了跨区域协同的困境及其对策。
同时，关于协同网络的相关研究已证明协同网络的

构建能够提高应急管理治理效能，各应急主体间的

网络关系、网络的复杂程度等因素均会影响协同效

率［１５－１６］。 然而，当前研究鲜少关注跨区域应急协同

的网络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在自然灾害防灾减灾的

跨区域协作现状与其驱动因素等方面讨论仍有

不足。
鉴于此，笔者拟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和二次指派

程序（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ＱＡＰ）分析，聚
焦自然灾害领域，探讨长三角地区自然灾害跨区域

协作网络的结构特征以及跨区域协作的驱动因素，
以期为自然灾害的跨域合作提供优化路径建议。

１　 跨域协作网络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 １　 研究方法

１􀆰 １􀆰 １　 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法是一种由社会学家依据数学方

法和图论发展而来的定量分析方法。 该方法致力于

分析社会网络中的主体关系结构与属性，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在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逐渐发展起来

的研究分支。 社会网络分析重点考察社会行为者之

间的互动行为。 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不仅限于个

体，也可以是群体、组织或区域等，因此，社会网络分

析也常用于分析组织间［１７］、区域间［１８］ 等的合作

关系。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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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２　 多元回归 ＱＡＰ

　 　 ＱＡＰ 是一种基于重新抽样的非参数统计方法，
广泛应用于社会网络分析中。 其核心原理以对矩阵

数据的置换为基础，通过逐一对比矩阵和矩阵之间

的各个元素，计算 ２ 个矩阵之间的相关系数，并对系

数进行非参数检验。 与传统回归方法相比，ＱＡＰ 能

够有效克服关系型数据中因自变量之间的“共线

性”而导致的估计偏差问题，因此，在处理网络矩阵

数据时具有明显优势。
多元回归 ＱＡＰ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ＱＡＰ，ＭＲ⁃

ＱＡＰ）是一种基于 ＱＡＰ 方法的多重回归分析方法，
用于分析多个自变量矩阵与一个因变量矩阵之间的

回归关系，并评价回归模型的显著性。 ＭＲ⁃ＱＡＰ 适

用于分析网络结构中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机制，如协

同网络中经济联系、地理距离等对区域合作的影响。

１􀆰 ２　 研究对象的选取

　 　 ２０１８ 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将长江三角洲

区域一体化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 ２０１９ 年，上海

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三省一市”）共同签署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应急管理协同发展备忘

录》，标志着长三角地区应急管理协同发展工作全

面启动。 ２０２０ 年，“三省一市”组建长三角应急管理

专题合作组。 ２０２３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三角区

域要着力提升安全发展能力，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

力。 在合作组的带头下，长三角地区打破应急管理

领域的行政界限，开展了一系列跨区域应急协同治

理合作。 因此，长三角区域为研究自然灾害的跨区

域协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角。

１􀆰 ３　 数据来源与网络构建

　 　 在数据搜集方面，为确保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

性，选取的政策文本主要来自以下 ２ 个渠道：①从

“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中通过协同、协作、合
作等关键词检索相关政策文本，包含地方性法规、地
方规范性文件、地方政府规章、地方工作文件等类型

的政策数据；②从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

的应急管理部门及其相关政府网站中逐条筛选与研

究主题相关的政策文本。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战略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
因此，将政策发布时间的范围选定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由于文本之间存在冗余

性和同质性，因此，采取人工筛选政策文本，最终得

到有效政策文本数据 ５７９ 条。
在网络构建方面，由于协同行为具有双向性，因

此，将样本数据设定成无向关系数据。 通过人工政

策文本识别，如果 ２ 个政府主体之间存在协同治理

行为，则将 ２ 个政府主体的关系值记为 １，反之记为

０；如果 ２ 个地区再次存在协同治理行为，则将先前

的编码值增加新的交互次数。 逐年构建长三角自然

灾害跨区域应急协同治理的加权邻接矩阵，并汇总

逐年加权邻接矩阵，获得 ２０１８—２０２３ 年长三角自然

灾害跨区域应急协同网络的加权邻接矩阵。 通过比

较分析政府主体在网络中所处位置和合作关系强

度，揭示长三角跨域协作网络结构特征，并据此评估

长三角地区在跨域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中的协作

程度。

１􀆰 ４　 因素选取与模型构建

１􀆰 ４􀆰 １　 地理距离

　 　 地理距离表征的是区域间的实际距离，城市在

地理位置上的相邻对于政府间发展应急协同起着促

进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地理位置相邻

的 ２ 个省（市）常面临着相似的自然灾害威胁，这催

生了共同的现实需求，从而推动跨区域应急协同治

理的发展。 ②地理位置相邻有利于政府间的交流与

互动，促进信息、技术等要素流动，推动跨区域应急

协同治理的发展。 ③地理位置相邻有助于促进知识

外溢，便于政府之间相互学习，从而促进应急管理工

作的创新，有助于跨区域应急协同治理的发展。
１􀆰 ４􀆰 ２　 经济距离

　 　 经济距离表征的是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

距。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跨区域协同的重要因

素之一。 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是吸引要素聚集的关

键因素，影响着区域间的合作格局。 经济越发达的

地区，其资金密集性和技术能力等越高。 经济发展

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政府会倾向于向经济发展水平

较高的地区政府寻求专业意见。 此外，产业结构也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跨区域协同的发展。 推进应急

产业聚集发展和提高应急财政支出是高效处理突发

公共事件，并确保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措施。 应急

产业发展越成熟的地区，其自然灾害监测、救援等技

术越先进，也就会吸引应急产业发展较慢的地区政

府向其学习。
１􀆰 ４􀆰 ３　 技术距离

　 　 技术距离表征的是不同地区在应急领域的技术

发展差距，包括与应急相关的经验、知识和设备等。
应急领域技术成果发育的不断成熟和完善能够使得

自然灾害的监测、防范和救援等过程更专业化、智能

化、高效化。 已有研究证明，区域间的知识交流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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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地理距离的影响，还受技术距离的影响，甚至影响

更大［１９］。 当政府在进行跨区域应急协同治理时，如
果技术发展差距较大，政府主体间难以进行充分沟

通；技术发展差距越小，政府主体间越易进行有效的

交流学习。
１􀆰 ４􀆰 ４　 交通基础设施距离

　 　 交通基础设施距离表征的是不同地区的道路基

础设施建设情况差距。 这一“距离”并非单纯指空

间上的远近，而是综合了运输、传播的时间与成本等

因素的一种衡量。 一方面，交通和城市群是不能分

开的历史产物。 交通基础设施是城市群产生和转达

所需物资的通道，也是发挥城市群聚集与辐射作用

的纽带。 另一方面，关键基础设施容易遭受自然灾

害的外部破坏，提高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应急能力

有助于增强城市韧性［２０］。 因此，交通基础设施距离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自然灾害跨区域应急协同治理

网络的形成。
１􀆰 ４􀆰 ５　 合作距离

　 　 合作距离表征的是各政府主体在 ２０１８ 年前是

否在自然灾害应急管理领域进行过相关合作。 跨区

域应急管理的主体之间开展跨区域自然灾害治理合

作不仅有助于区域间应急管理经验的互相学习，而
且有助于政府部门间的工作协调。 在 ２０１８ 年前，
面对自然灾害，部分政府出于现实需要，主动与其

他地区政府开展交流合作。 并且取得了良好的合

作成效。 因此，在跨区域协同的重要性日益被强

调的背景下，政府在选择开展跨区域协同的对象

时，可能会优先选择那些曾经有过良好合作经历

的政府。
１􀆰 ４􀆰 ６　 省际隶属

　 　 省际隶属表征的是不同城市是否属于同一省级

行政区划。 实践表明：自然灾害跨区域应急协同治

理表现出一定的“省内合作抱团”现象。 行政区划

的刚性约束条件使各省份的行政活动具有闭合性和

内向性的特征，省级政府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辖区内

各项公共事务，并倾向于集中资源处理省内问题。
市级政府遵循省级政府的导向制定地方政策，在寻

求合作时，也会优先考虑与本省其他城市开展区域

协同，而非主动推进省际间的横向合作。 这也是导

致我国跨区域协同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虽然在中

央倡导开展跨区域协同后，行政区划壁垒正逐渐减

弱，但长期形成的习惯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选

择跨区域应急协同治理对象。
据此，以长三角应急管理专题组三省一市为研

究对象，建立 ＱＡＰ 模型：
Ｔ ＝ ｆ Ｄ，Ｇ，Ｔ，Ｐ，Ａ，Ｈ，Ｃ( ) （１）

式中：Ｔ 为长三角跨区域自然灾害应急协同网络矩

阵；Ｄ 为地理距离矩阵；Ｇ 和 Ｔ 为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ＧＤＰ）和第三产业构成的

距离矩阵；Ｐ 为专利技术距离矩阵；Ａ 为省际隶属矩

阵；Ｈ 为交通基础设施距离矩阵；Ｃ 为合作距离

矩阵。

２　 长三角跨区域协同网络的结构特征

２􀆰 １　 跨域协作网络的结构特征

　 　 长三角跨区域自然灾害应急协同网络共涉及

４６ 个主体，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 ４
个省级政府部门，江苏、浙江和安徽 ３ 省的 ４０ 个市

级政府部门，１ 个长三角应急管理专题合作组，以及

在政策文本中提及与长三角区域协同相关但并未指

明具体地区的主体（以“长三角”指代）。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 年，长三角跨域协作网络连接数依

次为 ４６、５６、４６２、２４２、４６４，大致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网络密度依次为 ０􀆰 ０２８、０􀆰 ０３４、０􀆰 ２８２、０􀆰 １４８、０􀆰 ２８３。
尽管在 ２０２２ 年网络密度稍有回落，但总体上呈现上

升趋势，反映出长三角应急管理合作组成立以来，三
省一市中各省市的合作壁垒逐渐被打破，省市间的

交流合作日益频繁。 同期，网络关联度依次为

０􀆰 ０５９、０􀆰 ０７４、０􀆰 ９５１、０􀆰 ４９８、０􀆰 ９０４。 说明在合作组

成立初期，长三角跨区域协作网络中仍存在较多孤

立节点，部分省市未与任何其他省市进行交流合作；
随着合作组的不断发展，合作网络不断吸纳先前孤

立的节点，以往缺乏协作的省市逐渐与其他省市建

立起有效的合作交流关系。
从整体上看，２０１８—２０２３ 年长三角跨区域自然

灾害应急协同网络密度为 ０􀆰 ５５１，反映出长三角跨

域协作网络结构中的政府关系较紧密，不同政府之

间在应急信息和应急资源等方面的交流与协作程度

也较高。 网络关联度为 １􀆰 ０００，说明长三角跨域协

作网络中不存在孤立节点，任意 ２ 个省市之间都存

在直接或间接的跨区域协同行为。
综合来看，长三角跨区域自然灾害应急协同网

络的联系不仅非常密切，而且网络可达性强。 说明

长三角应急管理专题合作组成立以来，长三角地区

跨域合作机制持续优化，政府间的应急协同治理越

发频繁，无论是在省内跨行政区域还是跨省行政区

域，政府间的联系都趋于紧密。 协同网络的整体特

征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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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协同网络的整体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年份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１８—２０２３
节点数 ４６ ４６ ４６ ４６ ４６ ４６
连接数 ４６ ５６ ４６２ ２４２ ４６４ １１１６

网络密度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４ ０􀆰 ２８２ ０􀆰 １４８ ０􀆰 ２８３ ０􀆰 ５５１
网络关联度 ０􀆰 ０５９ ０􀆰 ０７４ ０􀆰 ９５１ ０􀆰 ４９８ ０􀆰 ９０４ １􀆰 ０００

２􀆰 ２　 跨域协作网络的节点特征

　 　 基于 ２０１８—２０２３ 年的长三角自然灾害应急合

作网络计算节点中心度，各节点中心度排名前 １０ 的

地区见表 ２。 三省一市在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均位居前列，说明省级政府之间的合作

关系是我国地方政府间维持应急管理协同关系的中

轴，省级政府部门在网络中的地位与影响力普遍高

于市级部门，参与的跨区域应急协同治理活动最多，
在长三角跨区域自然灾害应急协同治理过程中发挥

主导作用。 此外，长三角应急管理专题合作组并未

进入到前 １０，反映出合作组更多承担协调的辅助作

用，落实与推进跨区域合作工作的是各地地方政府

部门。
表 ２　 各节点中心度排名前十的地区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ｏｐ １０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ｂｙ ｎｏｄ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点度中心度 中介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上海市（１１􀆰 ３０） 浙江省（４６􀆰 ８９） 安徽省（９１􀆰 ８４）
江苏省（１０􀆰 ０３） 安徽省（４６􀆰 ６２） 江苏省（８８􀆰 ２４）
安徽省（９􀆰 ５５） 宣城市（３９􀆰 １４） 浙江省（８６􀆰 ５４）
浙江省（９􀆰 １８） 江苏省（３１􀆰 １５） 宣城市（８６􀆰 ５４）
宣城市（４􀆰 ５０） 芜湖市（２５􀆰 ５０） 常州市（８４􀆰 ９１）
嘉兴市（４􀆰 １０） 常州市（２３􀆰 ４８） 芜湖市（８４􀆰 ９１）
常州市（３􀆰 ９４） 上海市（２１􀆰 ７７） 上海市（８１􀆰 ８２）
芜湖市（３􀆰 ５５） 嘉兴市（１９􀆰 ２９） 连云港市（７７􀆰 ５９）
苏州市（３􀆰 １８） 蚌埠市（１５􀆰 ０４） 铜陵市（７６􀆰 ２７）
滁州市（２􀆰 ７８） 连云港市（１３􀆰 ７４） 蚌埠市（７６􀆰 ２７）

　 　 市级政府中，以宣城市、常州市等为代表的省际

交界城市，以及以嘉兴市、苏州市、无锡市等为代表

的城市综合实力较强的城市在 ３ 个中心度中排名更

高，而池州市、亳州市、台州市等处于地理分布边缘

的地区政府排名较后。 省际交界城市以及城市实力

较强的城市在长三角自然灾害跨区域协作中更加活

跃，这些城市政府常作为交流活动的承担方或分享

者，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 特别是宣城市，凭借其

作为 ３ 省交界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深度参与到长

三角应急管理各类交流合作之中，在各节点中心度

中均排在前 ５ 位。 而处于地理边缘位置的城市，距
离合作核心区域较远，应急资源、信息等传递成本较

高，导致这些地区政府参与路径长，应急协同参与度

较低。
整体上，长三角自然灾害跨区域协同网络呈现

省级政府部门主导，核心市级政府部门带动，专题合

作组辅助，多城市参与的格局。 但是，部分边缘政府

部门参与度低，跨区域合作有待进一步完善。

３　 长三角跨区域协同网络的驱动因素

３􀆰 １　 ＱＡＰ 相关性分析

　 　 借助 Ｕｃｉｎｅｔ 软件，得到长三角跨区域自然灾害

应急管理协作网络的 ＱＡＰ 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３。
结果表明：地理距离、省级隶属、人均 ＧＤＰ、产业结

构、技术距离以及合作距离在所有年份均通过显著

性检验。 交通基础设施距离除 ２０１９ 年未通过显著

性检验，其余 ４ 个年份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可见：上
述 ７ 个驱动因素是长三角跨区域自然灾害应急管理

协同网络发展的重要动力。
表 ３　 ＱＡＰ 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ＱＡＰ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
变量 相关系数 变量 相关系数

Ｄ ０􀆰 ３４１∗∗∗ Ａ ０􀆰 ４９３∗∗∗

Ｇ

２０１９ －０􀆰 ２１２∗∗∗

２０２０ －０􀆰 ２１７∗∗∗

２０２１ －０􀆰 ２１８∗∗∗

２０２２ －０􀆰 ２２０∗∗∗

２０２３ －０􀆰 ０６４∗

Ｐ

２０１９ －０􀆰 １５５∗∗

２０２０ －０􀆰 １５７∗∗

２０２１ －０􀆰 １５５∗∗

２０２２ －０􀆰 １５９∗∗

２０２３ ０􀆰 １４８∗∗

Ｔ

２０１９ －０􀆰 １２５∗∗∗

２０２０ －０􀆰 １１３∗∗

２０２１ －０􀆰 １３７∗∗∗

２０２２ －０􀆰 １３５∗∗

２０２３ －０􀆰 １２５∗∗

Ｈ

２０１９ －０􀆰 ０６６
２０２０ ０􀆰 ２１２∗∗∗

２０２１ －０􀆰 １３１∗∗∗

２０２２ －０􀆰 １３０∗∗∗

２０２３ －０􀆰 ０９６∗∗

Ｃ ０􀆰 ３１５∗∗∗ — —
　 　 注：∗ 表示 ｐ ＜ ０􀆰 １，∗∗ 表示 ｐ ＜ ０􀆰 ０５，∗∗∗ 表示 ｐ ＜ ０􀆰 ０１。
表 ４ 同。

３􀆰 ２　 ＭＲ⁃ＱＡＰ 回归分析

　 　 进一步借助 ＭＲ⁃ＱＡＰ 回归分析逐年考察 ７ 个

驱动因素对长三角跨域协作网络的影响程度与方

向，结果见表 ４。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和 ２０２３ 年

这 ５ 年的 Ｒ２ 和调整后的 Ｒ２ 均通过 １％的显著性检

验，平均值为 ０􀆰 ３７８。 这表明 ７ 个驱动因素整体上

大约能在 ３７􀆰 ８％的程度上解释网络结构。 除人均

ＧＤＰ 和技术水平距离 ２ 个因素在多数年份未通过

显著性检验，其余因素在多数年份均通过显著性

检验。
　 　 地理距离在所有年份中均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

·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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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ＭＲ⁃ＱＡＰ 回归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Ｒ⁃ＱＡＰ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

年份 变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 Ｒ２ 调整后的 Ｒ２

２０１９

Ｄ ０􀆰 ４５８∗∗∗

Ｇ ０􀆰 ０１０
Ｔ －０􀆰 １５０∗∗∗

Ｐ －０􀆰 ０３１
Ｈ －０􀆰 ０９９∗∗

Ａ ０􀆰 １１７∗∗∗

Ｃ ０􀆰 ３３３∗∗∗

０􀆰 ３８６ ０􀆰 ３８４

２０２０

Ｄ ０􀆰 ４５６∗∗∗

Ｇ －０􀆰 ０５４
Ｔ －０􀆰 ０６２∗

Ｐ －０􀆰 １３８∗

Ｈ －０􀆰 ０２６
Ａ ０􀆰 １２６∗∗∗

Ｃ ０􀆰 ３２８∗∗∗

０􀆰 ３８２ ０􀆰 ３８０

２０２１

Ｄ ０􀆰 ４５９∗∗∗

Ｇ －０􀆰 ０２７
Ｔ －０􀆰 １１５∗∗

Ｐ －０􀆰 ０７３
Ｈ －０􀆰 ０８３∗∗

Ａ ０􀆰 １３４∗∗∗

Ｃ ０􀆰 ３２６∗∗∗

０􀆰 ３８５ ０􀆰 ３８３

２０２２

Ｄ ０􀆰 ４５９∗∗∗

Ｇ －０􀆰 ０２６
Ｔ －０􀆰 １０５∗∗

Ｐ ０􀆰 ０８１
Ｈ －０􀆰 ０７９∗∗

Ａ ０􀆰 １３５∗∗∗

Ｃ ０􀆰 ３２７∗∗∗

０􀆰 ３８５ ０􀆰 ３８３

２０２３

Ｄ ０􀆰 １９５∗∗∗

Ｇ ０􀆰 ０７０∗

Ｔ －０􀆰 ２２５∗∗∗

Ｐ ０􀆰 ３１１∗∗∗

Ｈ －０􀆰 １５５∗∗∗

Ａ ０􀆰 ３１６∗∗∗

Ｃ ０􀆰 １５３∗∗∗

０􀆰 ３６３ ０􀆰 ３６０

为正，说明邻近城市的政府间更容易形成跨区域的

自然灾害治理合作。 究其原因，一方面，知识的溢出

和传播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地理位置的限制，知识传

递效益会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大而减小［２１］，即合作主

体间的地理距离越远，技术的传递就越慢、越少。 另

一方面，相邻城市之间信息传递更加迅速，形成跨区

域应急协同治理模式的成本更小。 尤其是当城市间

进行应急演练等大型跨区域行动时，邻近城市的政

府主体能够大幅节省人力、物力的运输成本。
产业结构在所有年份均为显著负相关，说明城

市间的产业结构差距越小，政府之间越容易形成自

然灾害的跨区域应急协同治理行为。 一方面，产业

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然灾害影响的扩散程度与

破坏规模。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不仅会放大灾害的物

理暴露性，还会削弱社会经济的恢复韧性。 为降低

灾害影响，产业结构较落后的地区会向产业结构较

为合理的地区寻求合作。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与科

技的不断进步，社会对应急产品和应急服务的需求

日益增加，应急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其发展也越来越

受关注。 应急产业发展较弱的地区会主动向应急产

业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学习，以缩小差距，促进区域

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
交通基础设施在除 ２０２０ 年外，其余年份呈现显

著负相关，表明城市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差距越小，政
府间越容易形成针对自然灾害的跨区域应急协同治

理行为。 在跨区域应急协同治理中，与城市间绝对

距离相比，实际通行时间才是影响救援效率的核心

因素。 良好的交通可达性是高效开展人员救援、物
资输送等任务的基础。 因此，交通可达性较差的地

区会向交通基础设施更完善的地区寻求合作、学习

经验，并通过经常性的联合应急救援演练来提升实

战响应能力。
省级隶属关系呈现出显著正相关，表明同属一

个省级行政区域内的政府之间，在自然灾害跨区域

应急协同治理上表现出更强的合作倾向。 这折射出

跨区域应急协同治理的一大困境，即自然灾害的跨

域性、动态性和行政区划设置的静态性之间的矛盾。
虽然长三角应急管理协同发展成效逐步显现，但长

三角区域内的应急管理工作仍然以属地管理为主。
行政区划作为稳定的省际界限，构成了一种刚性约

束。 不同省市间应急管理体系规划的重点差异［２２］，
以及历史形成的路径依赖，导致地方政府在应对危

机时，跨省的协同行动往往并非首选，最终呈现出以

省级行政区划为治理单元的“碎片化”特征。
历史合作关系呈现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表明曾

有过良好合作的政府之间更容易形成协同治理机

制。 过往的合作经验能够提升主体互动合作的积极

性。 稳定而持续的合作关系有助于主体间形成协调

机制和操作惯例。 这种良好的合作基础会起到调节

作用，促进未来的合作更加频繁和顺畅，甚至逐渐发

展为一种常态化协同机制。 此外，建立在信任基础

上的协同关系能够降低沟通成本，促进知识交换与

资源共享，从而提升协同的效率和稳定性［２３］。

·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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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１） 长三角跨区域自然灾害应急协同网络呈现

出高密度、强关联的整体协同格局。 自长三角应急

管理专题合作组成立以来，跨域协作网络的网络密

度和网络关联度逐渐提高，反映出城市间的合作壁

垒逐渐被打破，区域协同机制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
２） 长三角跨区域自然灾害应急协同网络呈现

出省级政府主导、核心城市推动、边远地区滞后的结

构特征。 节点特征的分析结果显示，省级政府处于

网络的核心位置，是协同关系的主导方；省际交界城

市或发展较好的城市是协同的积极参与者，常承担

会议交流的主办方，推动协同关系的发展；而部分边

缘城市受限于地理位置等因素，参与程度较低。
３） 地理距离、产业结构、交通基础设施、省级隶

属关系以及过往合作关系是推动长三角跨区域协同

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 ＱＡＰ 分析结果显示，地理位

置的相邻性、产业结构和交通基础设施的相似性是

影响协同关系形成的关键结构性因素。 同时，省级隶

属关系呈现显著正向影响，揭示了行政区划作为制度

性约束的持续存在。 而历史合作关系的正向显著，反
映出信任作为社会资本对合作关系的促进作用。

４） 长三角跨区域自然灾害应急协同治理仍存

在协同深度不足、受行政区划制约、软硬件配套设施

不够完善等问题，需着力加强跨省域合作、改善交通

基础设施、强化多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以促进跨区

域自然灾害应急协同治理能力的整体提升。 未来可

结合灾害损失降低水平、应急响应时间等指标衡量

跨区域协作的治理成效，并补充财政预算、地方政策

关注度等因素深化对协作治理动力机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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